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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贾钦涵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 

行调查研究，提出美军应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并在对 日作战和情报搜集等领域建立合 

作。在推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后，战略情报局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 

网络等问题与中共磋商，双方出于各 自的战略需求，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愿。虽然战 

略情报局高度评价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认为美军需要并且可能与中共进行联合作 

战，但始终无法绕过国民党当局向中共提供实质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政府明 

确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以促使苏联对 日宣战的远东政策，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 

划只能被迫搁浅。 

关键词 战略情报局 中共抗战 军事合作 中美关系 

抗 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领域相互接触，双方曾试图实现对 日联合作战。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以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为代表的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中共建立 

直接联系，双方在搜集敌军情报、实施对敌心理战、策划盟军登陆作战等方面建立起初步的合作关 

系。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在二战期间的军事交往虽然短暂，却彰显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特殊地位和战略意义，而且对战时乃至战后中国国内局势和中美关 

系发展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既有研究中，有关美 国对国民政府军事援助等问题的成果较 

为丰富，而关于美方与中共军事合作 的论述相对薄弱。中外学者在讨论 中美战时合作关系时 

曾关注到美国￡|j巾共方面的沟通 与联系，比如于化民、杨冬权、周勇、胡越英 、马建国等人通过 

对“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研究发现 ，美国政府和军方曾高度重视 中共抗 日武装在 

远东战场的战略价值 ，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协作，双方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合作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研究”(16YJC770011)的阶段 

性成 果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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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密切。① 山极晃、蒋迈(Matthew D．Johnson)等也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他们利用美国国家 

档案馆所藏政府解密文件，通过研究美国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一泽“战争信息 

署”)在延安的活动，展现出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曾在抗战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 

平。②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对戴笠的研究中发现，围绕抗战时期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进行接 

触等问题，该局曾与国民党政府产生诸多矛盾。⑧ 余茂春在整理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过程中，考证 

了该局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的史实，着重阐述了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后双方谋求合作的基本过 

程。④ 而任东来则透过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约翰 ·伯奇(John Birch)的死亡事件，揭示了抗战胜利 

前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微妙变化。⑧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历史，仍有以下几 

点问题有待探讨 ：为什么战略情报局坚持要向华北敌后战场派遣情报人员?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武 

装力量的调查主要关注哪些方面?是什么原因促使该局不断争取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抗战胜利 

前夕双方的关系为何逐渐恶化?通过整理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略情报局档案”、中央档案馆藏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档案资料，本文试图围绕上述问题，考察抗 日战争时期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谋求军事合作的前前后后。 

一

、 战略情报局的成立及其对中共的初步调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由国务院系 

统负责，其中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是汇集、整理、分析、传递相关信息的主体机构。1937年中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关注日益密切，比如罗斯福总统就曾特别委 

派驻华武官卡尔逊(Evans F．Carlson)赴敌后根据地详细调查中共抗战的具体情况。⑥ 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共抗 日武装的观察以间接方式为主，缺乏直接的手段和途径进行深入的 

考察。 

1941年7月 11日，罗斯福在情报专家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的建议下成立情报协调处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前身，该机构在创立初期致力于成员 

招募、技术培训、机构建设等工作，对华情报搜集活动尚未全面展开，对中共的调查也并不深入。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各项军事情报活动立即转入战时状态，组建专门机构搜集敌国和盟国军事 

情报也被提上议程。1942年 6月 13日，罗斯福颁布行政命令，同时设立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情报 

① 于化民：《美国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的酝酿与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 

事合作》，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胡越英：《“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百年潮}2008年第1期；周勇、周昌文：《70年 

后的再研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杨冬权：《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 

基于中央档案馆藏相关档案的研究》，《党的文献>>2o15年第5期。 

② 山桓晃『米戟畸情赧局 延安赧告 匕日本人民解放连盟』、大月吉店、2005年。Matthew D．Johnson，“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肘。 m Asian Studies。 

Vo1．45，No．2(2011)，PP．303—344． 

③ 魏斐德著，梁禾译：《间谍王》，新星出版社 2013年版。 

④ Maochun Yu，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1 1)，Chapter 8． 

⑤ 任东来：《伯奇事件与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关系的起伏》，刘建飞主编：《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3代 中t$1出版社2013 

年版，第 l04一l12页。 

⑥ Michael Blankfort， e B／g Yankee： e Life ofCarlson ofthe Raider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7)，P．173．侯 

中军：《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对八路军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卡尔逊给美国军方情报处的报告》，《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58 4页；吕彤邻主编，武云编：《卡尔逊与罗斯福谈中国：1937--1945》，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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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行反法西斯情报任务。同年 9月，海军情报署中校米尔顿 ·梅乐斯 

(Milton E．Miles)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地区协调主任，他很快启动了该局驻中国分支机构的筹 

建l丁作。战略情报局驻华总部设于昆明，代号 202支队，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管辖，同时与美国国务院、盟国驻华使领机构之间建立有相应的信息共享渠道。 

出于种种原因，美国驻华情报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的信息，军事领域 

的情报尤其缺乏。1943年2月，战略情报局的金贝尔(William A．Kimbe1)约淡了美国国务院官员， 

希望谢伟思(John S．Service)等驻华外交官有机会能访问华北地区以获取有关中共抗战的基本信 

息，并称多诺万迫切需要了解中共对日作战情况，以及美国是否应在华北开展对敌心理战。国务院 

认为，国民政府将不允许美方任何人士擅自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战略情报局派代表前往华北地区 

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并称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机构均无意派员前往。① 

在对中共抗战武装的认识方面，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分歧。1943年初，谢伟 

思向国务院提交备忘录，认为“我们不应忽视中共军队对我方作战的积极意义。经由共军控制区， 

能够深入内蒙、东北和日军在华北的基地。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后，其战略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其 

潜在的战略价值巨大，近期有关山西持续苦战的报告则显示，中共仍有足够兵力引起 日军周期性的 

‘扫荡’进攻”。谢伟思质疑美国政府一味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的做法，并提出美国应派遣代表 

以探悉中共方面的可靠情报。② 对这份报告 ，美 国国务院远东司前司长、特别政治顾问亨贝克 

(Stanley K．Hornbeck)针锋相对地批驳道：“对于那些强调中共军力、担忧中国内战迫在眉睫的报 

道，我们应采取理智的怀疑态度⋯⋯中国方面有人建议我们注意将一部分援华武器交给共产党，如 

果我们听从这样的建议，将会开启耍弄外国两方势力的模式。我们从未干过这种事，我相信今后我 

们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是愚蠢且不道德的。”与亨贝克一样 ，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对谢 

伟思等外交官所提出的加强与中共联系的建议也持消极态度。⑧ 

由于国民党对各根据地的封锁，加之外部环境的限制，美国战时情报局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信息 

的渠道非常有限，主要包括驻华使领机构、《新华口报》等在围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曾造访根据地 

的游客和传教士等，许多情报官员对中共抗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中闫的 

双星》等英文著作的影响。④ 中共军队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情况如何?为何游击战能够在艰苦的条 

件下长期存在?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和同盟国家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战略情报局 

迫切希望得到答案。⑧ 

由于战略情报局基本上只能通过问接途径了解中共抗 口武装的情况，这导致不同渠道所汇集 

的二手情报内容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比如，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向战略情报局宣称：“中共 

的声誉不佳，国民党和中国人民都将其视为和汪精卫一样的叛国者。共产党 目前并未埘 日军发起 

进攻。”当被问及为何中国人认为共产党是叛国者时，何应钦含糊其辞地答称：“汪精卫曾组织傀儡 

军队，共产党也一样⋯⋯官方承认的中共军队仅有三个师，但他们另有 l0万部队分布在 日占区，围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sire ot the OSS{br Cecaln Types of lnfbrmation relating to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 

(February 1 1，1 943)，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hereafter NARA)，RG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 940—1 944，Box 

5841 FoIder 893．O0．14921— 14985． 

② “Menlu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Service)，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January 23，1943)， 

Foreign Relatior．~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3 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 957)，PP 1 93—1 99- 

⑧ “Mem~)randum by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Hombeck)”(January 30，1 943)，Foreign Relations of thc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m，1943 China，P．201． 

④ “Military Attach~'s Report No．808”(April 26，1944)，NARA，RG208 Entry 6l，Box1． 

⑧ “Examination of the Chunking China Press”(June 21，1943)，NARA，RG208 Entry 370，Box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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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将其视为土匪。”他向战略情报局强调，中共的错误宣传使得美国人相信游击战争可以击败 日 

本，“如果我们依靠共产党，胜利的希望就无从谈起。中共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敌人作战，而且只会 

在我军战线后面制造麻烦”。① 然而，英国外交部于 1943年 5月向美国方面提供的一份秘密情报 

却与何应钦的反共论调大相径庭。在这份题为《华北游击战线》的机密报告中，英国学者林迈可 

(Michael Lindsay)②向外界透露： 

几乎整个华北都是一条由共产党的军队(八路军)组织的游击战线。它包括几个永久的 

根据地，日军仅在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才会入侵这些根据地，以及若干非永久性的根据地，在这 

些根据地周围是大片的游击区。中国的军队和政府机构散布于日军的据点和交通线之间。在 

构成华北最南端边界的陇海铁路以北地区，仅有少量中国正规军活动，包括晋豫交界地区和晋 

西北地区的国军，以及晋东南地区的晋绥军残部，日军仅在很小的地区确立了无可争议的控 

制⋯⋯这一游击战线在新闻中鲜有提及⋯⋯尽管这里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战役，但构成了对 日 

军力量的持续消耗⋯⋯尽管中国军队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他们能够坚持抵抗得益于其出色 

的政治组织，这确保 了民众对他们的支持⋯⋯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群众组织为共产党的军 

队提供了极好的情报服务，并抑制了日本人的情报工作。 

此外 ，林迈可在报告中还对根据地的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群众运动、教育和法律、财政情况 

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由于这是美国自参战以来收到的直接发 自中共根据地的最详尽的 
一 手资料，战略情报局因而不惜笔墨全文摘录他的报告供内部情报人员研究，并充分肯定了林 

迈可的报告内容，称“这篇有关华北游击区状况的报告出自一位极其聪明能干的英国人的亲身 

观察 ，此人于 1941年 l2月7日逃离北平，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在游击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这 
一 极好的机会进行观察 ，而他也乐于这样做 ，因此该报告对华北局势的描述可被视为是可信 

的”。⑧ 战略情报局从国民党方面获取的关于中共抗战的信息与其他途径传送的情报观点截然 

相反，这更使得该局对华北战场的实际情况充满好奇，同时也对国民党当局否定中共抗战的言论 

产生怀疑 

二、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正面接触 

1943年7月 1日，中美两国联合组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由戴笠、梅乐斯分别担任正副所长。④ 中美合作所主要任务包括搜集交 

① “Notes o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Leaders”(September 5，1942)，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一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Part 03：China and India，1941—1949，Folder：002799—001—0008，P．4． 

② 林迈可出身英国贵族家庭，1937年底与白求恩同船来华，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在访问晋察冀根据地后决心帮助对 日作 

战的八路军。1941年 l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夫妇在 日军进驻燕京大学前撤离，突破 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 

并于1944年抵达延安。在根据地期间林迈可曾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技术顾问、延安 自然科学院和延安大学的电讯技 

术教员、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吕彤邻：《抗 日战争中期西方民间人士与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第 

33—35页。 

⑧ “OSS Report：The Guerrilla Fmnt in North China”(May 21，1943)，NARA，RG165 Entry 79，Box545，Folder11． 

④ “Memo to Wedemeyer”(October 29，1944)，NARA，RG493 Entry 269，Box394 Folder3．“Copy of Agreement Relating to 

SACO”(December 9，1943)，NARA，RG226 Entry 210，Box179 Fold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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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军事情报和气象情报，策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展开对敌破坏和心理战等。① 多诺万 

本想借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局”)的力量，使中美合作所成为战略情 

报局在华工作的辅助机关，然而却事与愿违。虽然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构活动由梅乐斯主管，但 

所有行动计划须经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授权，并经国民政府代表同意后方可执行。② 

国民政府提出，美国在中国进行所有抗 日谍报行动的前提是：必须经戴笠领导的情报机关知晓、同 

意，并且双方应合作共事。⑧ 1943年 10月6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 Jr．)从印 

度新德里向多诺万发送了一份长篇密信，历数戴笠操纵中美合作所的种种劣迹，戴维斯认为梅乐斯 

被戴笠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军统局的主要工作不是对 日作战而是“维护蒋氏政权”，中美合作所已 

沦为替戴笠输送外援的工具。④ 显然，无论是战略情报局还是驻华美军司令部，均对中美合作所成 

立后的表现不甚满意。 

1943年 10月，罗斯福指示多诺万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在华情报搜集，命令战略情报局从包括 

中共根据地在内的中国战区获取更多信息。为解决战略情报局在华活动不利的问题 ，多诺万在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后，于当年 12月专程赶赴中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围绕战略情报局所 

提出的“在华实施独立情报活动”等问题，多诺万与戴笠发生严重冲突。在谒见蒋介石时，多诺万 

同样受到了相当严厉的警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外国机构背着中 

国人开展情报工作，就像美国人会坚决反对外国特务在美进行特务活动一样。⑤ 经与戴笠协商， 

多诺万最终获准可以亲自带领一个使团前往华北。多诺万返回美国后，通过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 

员柯林(John G．Coughlin)向戴笠提出，希望由中美合作所成员，白俄人托尔斯泰(Colonel Tolstoy) 

代替多诺万执行赴华北搜集情报的任务。尽管之前曾对美方做出口头承诺 ，但戴笠对此提议装聋 

作哑，始终未予答复。⑥ 实际上，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美 国情报机构与中共方面直接建立任何 

联系。 

据时任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中国部负责人费正清日后回忆：戴笠认为战略情报局可能有反 

国民党的情绪，因而竭力反对该局扩大在华活动，而多诺万则在会见蒋介石后亲口告诉费正清，战 

略情报局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如果需要的话，也会甩开他们”。⑦ 尽管国民党当局没有正式批准 

美军向中共根据地派遣情报人员，战略情报局仍在物资和人员运送等方面为赴华北执行任务积极 

筹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一直积极谋求与英美方面建立战略合作。1941年 12月 8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向周恩来、廖承志等人发去指示：“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 

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要求 

① 《中美合作所志》，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0年编印，第 l4—15页。 

② “Summary of Activities of OSS，OEW and OWI in China”(undated)，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ReC0rds 0f the American War Production Mission in China，1944—1945，Box35 Folder：Master Conference File(Top Secret)． 

③ “Memo from Lauchlin Currie to FDR”(October 20，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Lauehlin B．Currie Papers，1941— 

1993，Box 5 Folder：FDR Memorandum 1942． 

④ “Letter from John Davies to General William Donovan”(October 6，1943)，Harry S．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John 

P．Davies，Jr．Papers，Boxl 1 Folder2． 

⑤ “Memorandum：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May 17，1946)，Hoover Institution Achieves，Milton Edward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⑥ “Memo from Handy to McFarland：Tolstoy’s Mission to China”(August 10，1944)，NARA，RG165 Entry418，Box 447 Section 

1．“Telegram from Marshall to Chungking”(August 10，1944)，NARA，RG218 Entry UD2，Box 29 Folder：CCS 385 China 

⑦ 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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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与英美取得联系，进行情报交换、合作抗战。① 12月 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 

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 

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强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② 1942年 5 

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埃德加 ·斯诺(Edgar P．Snow)时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 

安参观，并请斯诺将反映中共抗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Lauchlin B．Currie)。⑧ 

同年初夏，戴维斯三次拜访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周恩来则建议 

美国在陕西、山西建立军事观察站。④ 1943年 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先后会见周恩来、林彪，中共方面表示如果国民政府同意，中共欢迎美方人士访问延 

安，并希望美国向华北抗 日根据地提供援助。⑨ 1943年 8月，中共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 

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理书记董必武将两份 

文件“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及英、美、苏各使馆⋯⋯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⑥ 8月24日，毛 

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致电董必武，指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 

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 ；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可告我以援 

华实况。”⑦总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发展，中共也较为迫切地希望与美方开启情报交流 

和军事合作。 

1944年 1月 15日，戴维斯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重要性， 

并建议由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派遣观察组。1月24日，戴维斯将该备忘录同时呈送美国国务院与 

白宫首席政治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2月 2日在将备忘录全文抄送给罗斯福时，霍普金 

斯特意附信写道：“我认为他(戴维斯)的提议十分出色，并希望您能听取他的建议(向蒋介石)发送 

电报。我同意戴维斯的意见，即只有您才能说服蒋介石(同意派遣观察组)。由军方和国务院任命 

恰当的人选来执行此项任务，这点尤为重要。”⑧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正式传达了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提议。⑨ 2月 28日，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罗斯福草拟了致蒋介石的电文，敦促国民党当局同意美方提议。在同时 

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Willian Leahy)的备忘录中，马歇尔表示“如果我们的观察成员能够 

进入共区，应能获取有关 日本的颇具价值的情报”。⑩ 此时，美国军政高层已决心要深入了解华北 

战场的真实情况。后经 1944年 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Wallace)访华施压，蒋介石最终 

① 《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1941年 12月8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 

馆编：《中共中央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582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 日报》，1941年 12月10日，第 1版；《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 日统一战线的指 

示》，《解放 日报》，1941年 12月 13日，第 1版。 

③ 居里曾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期间与周恩来进行秘密会晤，是中共方面与美国政府高层建立 

联 系的关键人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89--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页。 

④ 《周恩来年谱 1889--1949))下，第546—547页。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Drumright)”(January 20，194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3 China，PP．192—193．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464页。 

⑦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83页。 

⑧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H_L．H．”(February 2，l 944)，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Museum． 

Franklin D．Roosevelt，Papers as President：Map Room Papers，1941—1945，Box 10． 

⑨ 《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电》(1944年2月9日)，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幼狮文化事业 

公司1978年版，第210页。 

⑩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from George Marshall”(February 28，1944)，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Franklin D．Roosevelt，Papers as President：Map Room Pape~，1941—1945。Bo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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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同意美方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以陆军上校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为组长，成员选派自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 

报局、战时情报局、第十四航空军等机构，首批人员于 1944年 7月 22日抵达延安。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观察组被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部的包瑞德和戴维斯实际控制，战略情报局在观察组进 

驻延安初期未能起到主导作用，同时观察组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也客观存在。① 总体而言，美 

军观察组最核心的两项使命是“搜集有助于抗 日的亟须情报”“考察整体情况并做出内容广泛的基 

础性报告，用以完善我们在中国的军政政策”。而战略情报局则更希望了解中共情报网络的发展 

程度与工作效率，以及中共对日军的破坏行动策略和游击战术，进而寻找美军与中共进行联合作 

战、建立情报合作的可能。(2) 

在抵达延安后 ，战略情报局人员很快便对中共抗 日武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一方面组织翻译中 

共官方公布的各种统计资料⑧，另一方面则定期向总部汇报中共各路部队近期的行军路线，详细汇 

总并传送各类战报资料。④ 为直观反映中共武装实际控制的区域，他们还搜集、绘制了军事地图加 

以标识。⑤ 直到 1945年 6月，战略情报局根据前期积累的情报资料完成了一份综合报告，对中共 

军队的兵力 、地区分布、组织架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发展预期进行了全面概述，并罗列了各个根 

据地指挥机构的具体位置、部队番号、战略地位、军政长官等基本情况。报告认为中共军队拥有强 

大的民兵力量、鲜明的政治导向，生存条件极其艰苦却能自力更生、发展壮大，这在二战战场上是绝 

无仅有的。⑥ 

由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1943--1944年问先后制订了“马特洪恩计划”和“中网沿海登陆 

作战计划”，为了实现对 日反攻 、轰炸 日本本土，美国军方亟须中共在游击作战、日军情报、气象观 

测等多方面提供协助。⑦ 因此，战略情报局在考察中共抗战活动时较为关注共军在山东、江苏沿海 

地区的作战情况。⑧ 战略情报局根据情报分析，发现中共部队的活动区域已经从抗战初期的晋冀 

地区扩大到周边诸省。通过将中共官方消息和日本方面情报(如“同盟通信社”的报道)相对照，美 

方进一步发现共军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尤为频繁，而且当地群众协助中共抗 日的热情十分高涨。战 

略情报局继而推测，一旦盟军对东北 日军实施打击或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在中共控制的游击战场 

进行情报干扰活动势将发挥重要作用。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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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战略情报局感到兴奋的是延安方面拥有成功而丰富的心理战经验。通过对延安的13本工 

农学校、13本人民解放联盟等组织机构进行考察，战略情报局接触了大量 日军战俘，这些经过思想 

改造的战俘在敌后破坏、策反动员方面为美方提供了珍贵的情报和建议。战略情报局很快发现延 

安是向盟军提供心理战情报的最佳地区之一，一旦向中共提供打印机、无线电等设备，他们会立即 

将其用于抗日行动，美方对中共的物资援助会得到“千倍的”回报。① 1944年 l2月，战略情报局的 

史蒂文斯(Harley Stevens)少校将战时情报局围绕延安心理战工作撰写的延安报告集发给了多诺 

万，他特别强调了这些情报在增进对敌宣传策反方面的作用，并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我就说过，我 

们应该在延安设立站点。显然，现在战时情报局那边不仅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情报，而且延安联络点 

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②在 1945年 1月 5日联名发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军 

事情报局负责人迪基(Joseph K．Dickey)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派往延安研究心理战问 

题的外交官埃默森(John K．Emmerson)和戴维斯共同提到：“据了解，战时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都 

迫切希望向延安增派人手从事心理战活动。对于在中共根据地进行‘黑色 隋报方面的调查，战略 

情报局的心理战部门尤其感兴趣。”戴维斯和埃默森建议战略情报局应委派更多的13本通前来从 

事心理战工作。⑧ 1月 14日，战略情报局心理战部拟订行动计划，向延安派驻 2一_6名“最有资质、 

最训练有素”的情报员，调查 13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心理战活动，并对 日军实施类似的策反破坏 

行动。④ 

如前文所述，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战略宗旨不同的是，战略情报局在中共根据地实施军事 

调查的目的在于与中共展开军事合作，尤其是实施一系列针对 Et军的破坏行动。1944年 12月中 

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特(Willis Bird)连续三天举行会谈，探讨了 

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的军事合作事宜，涉及中共届时将提供何种支持等问题。⑤ l2月 16 El，伯 

特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提出，美方正准备让托尔斯泰的爆破小 

组前往延安执行任务。伯特向叶剑英解释称：“我们的任务是专门担任正规军不能担任的工作，情 

报工作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工作是破坏，这机关分为两个系统，一为水上的；一为陆上的。现在在延 

安的人员仅属研究性质，也还做些反侦谍的活动，也还帮助当地人民组织些破坏活动。”他同时强 

调，战略情报局直接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指挥，在中国是对魏德迈将军负责，而魏德迈认 

为“在八路军方面的 OSS可以进行最大的工作”。当被问及国民党当局是否支持该行动计划时，伯 

特甚至说：“魏特梅耶(魏德迈)将军表示 ：美国军队的任务，哪里有 日本人就要去哪里打⋯⋯当然 

我们希望蒋介石能赞成；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总统批准了，运输任务就落在我 OSS身上，不是经 

过陆军，也不是经过海军。”他向朱德和叶剑英强调：“这件事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就公开做，如果 

不同意，就秘密做。”( 朱德总司令则对伯特说，不论战略情报局是否给中共一枪一弹，华北人民都 

视美国为最好的朋友，并将遵从魏德迈将军的军事命令。⑦ 

“CBI／MO Report on Special Problems”(September 30，1944)，NARA，RG226 Entry 214，Box5 Folder7． 

② “Yenan Report”(December 8，1944)，NARA，RG226 Entry A1 148．Boxl5 Folder224． 

⑧ “Memorandum to Dickey from Davies and Emmerson”(January 5，1945)，NARA，RG493 Entry 267，Box377 Folder322． 

④ “Memorandum from OSS MO Branch”(January 14，1945)，NARA，RG226 Entry21I．Boxl Folder6．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第566—567页。 

⑥ 《朱总司令、叶参谋长与包瑞德、伯特二人的谈话记录》(1944年 12月16日)，中央档案馆藏。 

④ “Letter from Bird about Discussions with CCP Leaders in Yenan”(January 24，1945)，NARA，RG226 Entry AI 148．Box7 

Folder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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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合作的阻力 

针对伯特上校提出的派遣特种部队计划，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曾回忆称 ，“当时参加 

谈判的美方代表和我们都明白，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已经很 困难了”。“当时，有的美国 

人向我们透露说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 ：‘第一朋友是重庆，第二个朋友是延安 ，不能因延安得罪 

重庆’。” 正如胡乔木所言，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面临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两方面的阻 

力。 

影响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最大阻力来 自于国民党方面，尤其是戴笠领导的军统 

局。在侦察到战略情报局在延安的“异动”后，戴笠立即密电指令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萧勃：“关于 

战略局拟与中共合作之事，务希弟多方查明具报，并设法予以阻止。”②对于戴笠的暗中阻挠，多诺 

万随即向身在美国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孑L祥熙抱怨，称军统局在与美方合作时对战略情报局 

抱有偏见。戴笠则向孔祥熙解释道 ：“实因美方内部之意见略有不同，职绝无彼此厚薄之分也。”③ 

而在 1945年 1月 30 Et与魏德迈会谈时，戴笠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战略情报局的真实态度：“中方在 

与战略情报局和海军两方合作时并无任何偏向，但海军比战略情报局更能遵守协定(《中美特种技 

术合作协定》)的各项条款。这导致与战略情报局相比，中方和海军的关系更好。”④戴笠声称，多 

诺万时不时会向他寻求保护和协助，除此以外战略情报局似乎总是独自行事，而且从不向军统提供 

设备援助。戴笠因而提出要求，希望战略情报局能够遵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完全在驻华 

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指挥下开展行动。⑨ 

史迪威事件后，美方对国共两党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是妨碍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开展合作的 

另一重要因素。1945年初 ，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在调停国共矛盾过程中，其立 

场逐渐偏向于支持国民党，尤其是对驻华美军绕过驻华大使馆直接与中共制订军事合作计划极为 

不满。尽管朱德在 1944年底曾高调表示不论美方是否提供援助，中共都将积极配合美军行动，但 

看到美国军政当局内部的严重分歧后 ，延安方面对战略情报局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丧失信心。 

1945年 1月23日，朱德致信多诺万，请求美方向中共抗日武装提供 2000万美金援助，此举实际上 

是在试探战略情报局继续军事合作的诚意。⑥ 由于战略情报局的预算限制以及赫尔利等人的掣 

肘，多诺万只能拒绝朱德的援助要求。 

1945年 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后，美国政府逐渐调整了对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尤其是该国 

对中共的态度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1945年 1月初，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表示 

拥护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绝不擅 自接济共党与各省军阀”。(Z)1月底，蒋介石自感欣慰地在 日记 

中写道：“美国对中共擅自接济军械之企图确已打消，此为革除史迪威后第二之要务，今已达成 目 

的矣。”⑧通过扶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来担负远东责任，美国希望通过国民政府来兑现雅尔塔密 

① 胡齐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60页。 

② 《戴笠致萧勃密电》(1944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144—010105—0005—040。 

③ 《戴笠致萧勃转呈孔祥熙电》(1945年1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l44—010105—0005—041。 

④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Dai Li and Wedemeyer，”(January 30，1945)，NARA，RG493 Entry 249，Box26 Folder5． 

⑤ 1944年 12月，魏德迈任命理查德 ·赫普纳(Richard Heppner)上校担任战略情报局 负责人，进而由该局取代美国海军 

在中美合作所的实际影响。 

⑥ “Letter from Chu Teh to General Donovan”(January 23，1945)，NARA，RG226 Entry AI 148，Box6 Folder87． 

⑦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5年 1月6 El，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⑧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5年 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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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对苏联的承诺，进而确保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加人对日决战，从而减少美军伤亡，加速 日本 

投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一方面希望国共双方减少摩擦 ，避免内战，另一方面则通过实行“扶蒋”政 

策，维持中国对日战争，并促使中苏关系改善，以利对 日决战。 

虽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进行了较大调整，但战略情报局出于对 日作战的 

现实考虑，依然需要与中共展开合作。比如，经过 1945年头四个月在华东地区的实践考察，战略情 

报局认为中共的情报系统极为出色，在中国是做得“最好的”。① 他们建议应立即采取措施与中共 

高层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向中共控制的地区派遣情报员执行任务，并认为如果继续与中共开展合 

作，其潜在价值是“不可限量的”。② 1945年2月23日，战略情报局中国部负责人赫普纳就铁路交 

通问题向多诺万发去了一篇详细的秘密报告。赫普纳称，在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尚处于“蜜月期” 

时，冀中八路军领导人曾告诉他，一旦盟军登陆，共军将彻底摧毁敌军的铁路交通系统。他一方面 

认为目前双方关系紧张，不知道八路军领导层是否还保留此项合作意愿，但另一方面强调：“如果 

我们提供人力物力，双方在中共根据地实施交通破坏运动的合作能够达成。”⑧ 

直到 1945年6月，战略情报局仍继续与中共方面进行秘密磋商，希望双方能就在华北建立通 

讯网络等事宜进行合作，甚至提出：“一切情报你们不愿重庆知道者决不送他们。通讯网之设立， 

对双方均有利，加速你们的作战行动，飞机可以共同使用。愈快进行 ，愈早打败日本，到东京去吃茶 

去。”参与谈判的叶剑英尖锐地回应称：“你们在西安帮助戴笠训练3000人，派赴河南、山东、河北、 

华中，扰乱我区秩序。即使放开政治问题不谈，只谈 OSS，你们帮助了戴笠 ，增加了反对我们的危 

险。像这样的戴笠人员，我们如何能与之合作。这是我们的痛苦。”叶剑英同时表示，只有美方制 

订全盘的军事计划、魏德迈等负责人出面公开表示合作，中共才能配合施行战略情报局提出的作战 

事项。④ 关于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有争议，战略情报局虽然对中共抗 

战有积极的评价，但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也不得不服从美国在远东地区新的战略布局，难以与中共进 

行实质性的合作。由于战略情报局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立场无法改变，因而该局向中共所提出的军 

事合作计划实际上也只能被视为其内部个别官员的一厢情愿。 

四、合作的搁浅与矛盾的升级 

由于美国坚持奉行扶蒋政策，无限期拖延对中共的实质援助，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对美采取强 

硬的外交方针。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对美外交关系问题上逐渐从强调合 

作转向防范美帝阴谋。⑤ 该年 5__6月间，中共中央党内秘密通知，指出为迫使美国改变扶蒋反共 

政策，促使它认识到中共配合作战的重要性，与美国合作要采取谨慎和保留的态度。几乎与此同 

时，库利奇(F．L．Coollidge)少校带领的战略情报局小队(包括四名美国军官和一名中文翻译)空 

降在河北阜平县东 4O公里的区域，在 5月 28日夜间与当地八路军发生交火，后被中共缴械 

拘禁。⑥ 

针对战略情报局与八路军的军事冲突，中共中央于6月2日做出指示，认为此次事件是国民党 

“Communist Organization”(undated)，NARA，RG226 Entry 210，Box205 Fdde~． 

② “Summary Report by sst．Romney and Cp1．Downs”(undated)，NARA，RG226 Entry 210，Box205 Folder8． 

⑧ “Outgoing Message from Heppner”(February 23，1945)，NARA，RG226 Entry A1 148，Box7 Folderl03． 

④ 《六月二 日叶参谋长与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谈／g--／~录》(1945年6月2日)，中央档案馆藏。 

⑤ 章百家：《不对称的同盟：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关关系》，《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第26页。 

⑥ “Incoming Message from Yenan to Chnngking”(June 11，1945)，NARA，RG226 Entry A1 148，Box6 Folder87． 

87 



抗 日战争研究 2018年第1期 

特务“利用蒋美特务合作，及美我目前关系钻人我军，施行侦察破坏”的阴谋，一方面原因是“美国 

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 

察我之对外关系”，而另一方面则证明“国民党六大开后，表面文章对我故作缓和，实际是对内压力 

益增 ，准备内战益急，而特务对我之阴谋破坏亦将较前更凶”。同时，中共中央要求谨慎对待与美 

军合作事宜，“只限于供给敌情气象及地方救护，如有其他事项，或增换人员(连上次侦察大亚湾在 

内)必须向延安总部请示，如有华员入境或有未经同意之事项发生，我们有全权禁止”。① 同日，在 

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称：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 

蒋抗13、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 日本，就同它合作， 

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 

危险的。② 

就在中共中央明确对美外交工作方针当日，美军观察组即被告知“在情报和作战整体计划正 

式形成之前，中共将不再允许美方继续设立通讯网络”，观察组代理组长彼得金(Wilbur J．Peterkin) 

立即于6月2日当天向赫普纳等发去紧急电报通报了此事。彼得金在电文中称 ：“显然，他们(中 

共)想获悉美国军队在根据地完整而确切的行动计划。”他同时强调，除非美方正式委派高级别代 

表前来全面陈述美军的行动计划，中共无论如何都不允许美方人员在其控制地区“有任何动作”。 

在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共方面拒绝与美国继续进行军事合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美国 

方面却未对中共发出的警告信号给予充分的重视。6月 3日，美方虽然声称正拟派高级别指挥官 

赴延安洽谈合作，但同时表示“我们不必被共产党的态度过度干扰⋯⋯或许中共将阻碍我方在那 

里的行动，但我们相信：他们要从合作当中获取的(利益)太多了”。③ 言外之意 ，美国仍坚信中共 

不会轻易放弃与之开展军事合作。 

就在美方对中共政策进行研判的同时，6月 3日美国军方获悉，有五名美方人士已在1．Ll西东部 

被八路军缴械扣押。美国军方立即向重庆大使馆通告了此事，并认为此时正当中共决定是否与美 

军继续开展合作，而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是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建议立即中止继续向中共 

控制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投送人员，并将已投放行动小组的位置信息向中共方面进行通报。 美国 

军方随即由之前的傲慢转为愤怒，并指责中共：“他们已不再热衷于击败 日本，他们现在唯一感兴 

趣的是发展其政治野心。”(％ 月4日，彼得金致电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的迪基，称中共方面预计 

内战即将到来，并正大规模调防军队，中共对观察组成员在私下尚且友好，但正式的官方关系已变 

得微妙而紧张。 

1945年7月7日，魏德迈致电毛泽东，声称被中共扣押的战略情报局人员是前往华北执行抗 

日情报任务的，该情报小组原本并未打算在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活动，只因月光过于昏暗导致空降地 

点发生了偏差。魏德迈要求毛泽东立即释放该小组成员，并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⑦ 对魏 

德迈发出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回复，反而在7月7日当天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下达 

①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X--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l7册，国防大 

学出版社 1985年内部发行，第576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第603页。 

③ “Communist’S Hesitation to Cooperate with the U．S”(June 3，1945)，NARA，RG 226 Entry AI 154，Box 198 Folder 3368． 

④ “Note for Dickey and Heppner from Stelle”June 3，1945)，NARA，RG226 Entry A1 148，Boxl1 Folder162． 

⑤ “Incoming Message from DAT to Chungking”(June 4，1945)，RG493 Entry 269，Box394 Folder：5／21／45—12／1／45． 

⑥ “Letter from Wilbur Peterkin to Joseph Dickey”(June 4，194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Wilbur Peterkin Papers，Box 2． 

⑦ “Letter from Wedemeyer to Mao”(July 7，1945)，NARA，RG493 Entry 253，Box33 Folder 01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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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及对美军人员采取相应措施的指示”，提出要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扶 

蒋反共政策，“特别要抓紧美军对 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 

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毛泽东在该指示中称，中共方面拒绝了美军在根据地修建机场、建立通讯 

网、增设气象台和侦察电台等一系列合作要求，“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 

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在该指示中，中央军委命令各地在与美方进行情报合作时“只能给予少数 

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同时明确要求各部注意美蒋合办特种突 

击队在敌后战场的行踪，“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 

其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13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战略情报局已策划了“罗宾计划”“鹰工程”和“秃鹰工程”，将分别在中 

共根据地、西北地区、山东半岛进行侦察活动。② 中共突然叫停对美情报合作，对该局在华北的工 

作造成较大影响。对于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驻华美军总部随即也严令美军观察组和战略情报局 

“暂时避免任何与中共的接触”。⑧ 1945年 8月 5日，多诺万赴西安考察战略情报局站点，蒋介石 

当日向范汉杰、胡宗南拍发紧急密电称：“美国登弩万将军今日来西安，希妥为招待。又登将军负 

责保证战略局之武器决不供给奸军，以后一切该局活动，希切实支援、紧密合作 ，与其他美军同一待 

遇为要。”④由于对13最后决战在即，战略情报局在失去中共支持与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能进一步倒 

向国民党阵营。 

在抗 日战争胜利前后一段时间，中共与美军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军事外交关系。虽然说美国 

政府无诚意与中共继续开展军事合作，但此时美方在军事上并未采取全面扶蒋反共 的政策。 

1945年 8月 1日，魏德迈向驻华美国海军和战略情报局发去指令，要求他们在中共根据地和黄河 

以北的游击战区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要求前线各部队指挥官要负责确保所有装备供给不得用 

于中国内战。⑤ 8月 25日，中共方面拦截了赴徐州侦探 13军空军基地的情报小组，并于 27日将美 

国战略情报局军官伯奇处死。⑥ 此事件发生后，引起美方极为强烈的反应，中共中央即于 9月 1 

日向各中央分局和根据地党委发出“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特别提到了“冀鲁豫在徐州附近所 

扣美人 ，并枪杀美人一名，已引起交涉。望各地注意”。并指示称 ：“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 

中国登陆。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 

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 

留国特 ，勿牵及美人。”⑦不难看出，在 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场局势极速扭转的背景 

之下，中共对美方的军事方针也是极为谨慎的。然而无论如何 ，随着抗 13战争的结束，战略情报 

局与中共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因伯奇事件的发生而降至冰点，最终成为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关 

系破裂的象征。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 ·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91~-1092页。 

② “Report ofthe Strategic Services Officer to Donovan”(July 31，1945)，NARA，RG226 Entry AI 99，Box85 -ider3． 

⑧ “Note from Davis about Meeting Commanding General”(July 26，1945)，NARA，RG226 Entry A1 148，Boxl 1 Folderl61． 

④ 《蒋介石致范汉杰、胡宗南未电》(1945年 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特交文电，002—090103— 

00002—127。 

⑨ “Special Operations in Communist Areas”(August 1，1945)，NARA，RG226 Entry AI 154．Box198 Folder3368． 

“Incoming Message from Heppner to Davis”(August 29，1945)，RG493 Entry 260，Box53 Foldcr：Incoming and Outgoing 

Radios 2．45—1O．45(1 of2)． 

⑦ 《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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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战略情报局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观察具有先天的敏 

锐性和深刻的洞察力。正是由于战略情报局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华北战场形势 

的准确估计，使得该局早在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年前 ，就已明确提议向中共根 

据地派驻情报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公开提出愿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建立统 
一 战线，谋求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机会，尽早实现对 日战略反攻。通过对中共军队进行系统考察，战 

略情报局对中共抗 日政策、战斗序列、情报组织、作战能力的了解更加深入，同时给予相当高的评 

价。加之中共所倡导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与战略情报局的作战策略极为吻合，即利用小规模 

非正规军在敌后战场不断袭扰 日军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因而战略情报局迫切希望与中共开展军 

事合作。虽然中共与战略情报局在军事领域启动了多方面的合作，然而战略情报局始终不能越过 

国民党政府直接与中共达成正式的军事合作协议，且难以向敌后根据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尤其 

是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美国政府为维持国民党政权以兑现雅尔塔密约承诺，确保苏联出兵东北对 日 

决战，基本上放弃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双方对 日作战的“战略呼应”关系被大大削弱。尽管 

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仍有许多官员对双方协同作战的计划抱有希望，而且战略情报局在敌后战场 

确实需要中共提供协助，但双方的军事合作也只能就此搁浅。 

[作者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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